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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修订
( 1957—1979 )

陈 来 虎

〔摘要〕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辞海》 ( 1936 年版) 因国家需要而重新修订。作为该时期文

化建设的一个缩影，此次修订通过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和规范，不仅展现了社会主

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面貌，而且集中展示了在国家力量主导下文化建设的机制运作情形，见证了新中国

文化建设的制度、方针及环境变迁。社会主义文化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优秀文化整

合的基础上得以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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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sion of the Cih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ist Culture ( 1957—1979 )
Chen Laihu

Abstract: From the 1950s to 1970s，the 1936 edition of Cihai was revised as a result of national needs． As a mi-

crocos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the revision，through its explanations，definitions and specifi-

cations included in the encyclopedia entries，reveals the outlook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the operating mecha-

nism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state power，and the changes in the system，policy，and en-

vironment of New China’s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cialist culture was shaped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x-

ism，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he superior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从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开，中共领导下的新中
国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会主义的过渡。就文化建设而言，确立了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社会主义文化方针。与此相应，中共对新中国
成立初期文化领域的混乱复杂状况展开了一番

改造，以期运用社会主义新文化来统一和指导

人们的思想，进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
服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文化迎来
了建设高潮，各项文化建设被纳入国家行政机

制运作当中进行，由此形成了文化建设与国家

形势发展密切关联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社会
主义文化的样态不仅得以形塑，而且也为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学界关于新中国前 30 年文化建设的研究，

多从党的领导、发展历程、阶段特征、成就经
验等视角出发，成果可观、多有建树; 或者聚
焦于微观事件，深描细写。前者存在较为普遍
且鲜明的宏观叙事现象，后者虽然能够深耕细

作，但未免有些具体而微，“宏观”与 “精细”

的各自叙事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事物之间的联系，

抑或缺乏整体史的视野。通过将一个历史事件
放置于较长时段中考察，在整体与部分关系的

脉络下分析，若有 “一叶可以知秋”的明澈，

则更有益于彰显史学研究的内在生命力。

本文以新中国重修 《辞海》 ( 1936 年版)

为个案，依托档案、日记等资料，在勾勒其修
订过程的基础上，对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构

建思想、组织制度及意识形态与知识文化间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展示并加以分析，借此深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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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面
貌。1936 年版 《辞海》于 1957 年动议修订，
1979 年正式出版并作为向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的
献礼，前后 22 年，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
重大事件，时代的烙印体现在 《辞海》的字里
行间，作为该时期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研究

它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知那段历史。

一

1957 年 9 月 17 日，曾任 1936 年版 《辞海》

主编、时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舒新城，向
正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修订 《辞海》的建
议。毛泽东当即答复道: “我极为赞成，到现在
我还只能利用老的 《辞海》、 《辞源》，新辞典
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① 基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新文

化，二人在修订 《辞海》上一拍即合，但又各
有考量。

上海解放后，舒新城感到 “1936 年版 《辞
海》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了，实行增补已成为
当务之急”②。但他为此制定的 《〈辞海〉增补
本编辑计划》，因建政初期局势未稳、自己年届
60 岁退休而搁浅。新中国成立后， “新生事物
的层出不穷，新词不断涌现，加以进行文字改

革”③，使他越发意识到旧 《辞海》 “由于当时
编者立场观点模糊和错误，对许多词目作了错

误的解释，而且词目和体例均已陈旧，不能适

合今天广大读者的需求”④。向毛泽东建议前
夕，舒新城已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

过修订辞书的问题。在他看来，“现代学艺之进
展，人事之迁移，新陈代谢，瞬息万变”，辞书
要 “恰如用者所需以予之”⑤。他积极增补、修
订 《辞海》的努力，一方面体现了他身为辞书
家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也是其思想在现实当

中的折射。作为一名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渡到新
社会的知识分子，舒新城和多数人一样，对国

民党政权的腐败失望至极，对中共不甚了解但

抱有同情和希望。随着国民党在与共产党斗争
中日渐式微，舒新城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明显的

转变。据陶菊隐回忆: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

后，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市民向往解放

犹如望岁。我们几个朋友在常熟路开了一爿小
店，有时与地下党员在此碰头，商谈书局、报
馆、医院的护产工作。( 舒) 新城每来必将延安
广播详细相告。他还秘密印就 《新民主主义论》

多份，以迎接上海的解放。”⑥ 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政权励精图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使得

包括舒新城在内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满怀希望。

当国家对中华书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舒新

城以代理总经理的身份积极配合。他要求自己
在政治认识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流为反
动”⑦，并且积极为新政权的文化建设建言献
策，花甲之年的他 “仍然担任中华书局编审委
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等
二十多个社会职务，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⑧。可以说，舒新城对中共在政
治和思想上的认同赢得了认可。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中相当
一部分旧的思想影响较深，对共产党、新社会、

新事物还不了解，思想感情上与劳动群众有隔

膜，因此，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
育、改造的方针”⑨。舒新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
修订 1936 年版 《辞海》的建议，亦是想借自己
的一技之长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

潮中。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能欣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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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修订 《辞海》的建议，也非一时心血来潮。

他直言: “《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

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安敌情紧

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以后就找

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
订一下。”① 这种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表明，
《辞海》曾经充当了艰苦岁月中人们汲取知识的
重要源泉，其社会功用自不待言，但是，现有

的 《辞海》已不符合新社会的要求。毛泽东早
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在这个新社
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
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
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
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

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

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
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② 实际
上，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文化建设以清除

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文化为主要任务。随着 1956 年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也从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更加明确要求确立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
地位。

显然，旧《辞海》“编者立场、观点模糊”，
“政治性问题严重”，如称 “中国共产党”为
“匪”“反革命”等③，以及缺乏反映社会主义
社会面貌的内容，不能服务于新的政治、经济
秩序，有必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

基本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收词、释义和编纂”④，

使其成为一部以百科知识为主，兼顾单字和语

词的综合性大辞典。作为一名饱学之士与久经
锻炼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宣传之道，尤

其在一个除旧布新、知识饥渴的年代，“一部物
质实体和知性启示高度一致的著作”，对于传播
社会主义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新观念、教育
社会主义新人无疑会起到独特且普遍的作用。

在 《辞海》修订中，百科词目拟占 67%，相比
中国传统知识的抽象及缺乏条理，百科知识直

接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显然与当时中国

普及新文化的需要相吻合。1959 年，全国通过
扫盲，在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举办的各级各类

业余学校中受教育的人员，加上在校中小学生，

共约 2． 2 亿人，占总人口的 1 /3 还多，其中一
半以上需要各级各类的辞书。仅 1958 年印行辞
书就达 3728500 册，比此前 10 年辞书印行总数
的 1 /3 还多。但是，在这为数众多的各类辞书
中，真正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物辩证地反映新中国现实和前景的辞书并不

多⑤。这预示着新 《辞海》拥有广阔的需求空
间，也意味着那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观念、

立场将随知识普及而被人们广泛接受。

不仅如此，中共还可以通过修订 《辞海》

团结一批文化人。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多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以上海为例，各大学学科的骨干

力量几乎都参与了 《辞海》修订。若能引导他
们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

一个重要契机。正如毛泽东所说: “国家建设在
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多数不

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他们必须要长期改造”⑥，
“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
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⑦。

可以说，修订 《辞海》的机会，为知识分子的
思想改造提供了一个实践的舞台。

二

至 1956 年，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
建立起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从中央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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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级内部与层级之间，形成了纵横有序的

集权化领导体系，国家各项事业都在该体系当

中运作。修订 《辞海》是毛泽东以 “任务”的
形式交给上海的①。当时的上海，专家学者比较
集中，还有不少学术权威，学术力量很强，学

科覆盖面也相当广泛，具备修订大型工具书的

条件②。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修订
《辞海》兼具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因而，从
中央到上海各相关单位都极为重视，这项任务

也随即被纳入各方工作日程当中。1958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修改
〈辞海〉问题的报告》。5 月 19 日，收到中央电
告: “同意你们关于修改 《辞海》问题的意见。

关于统一规划辞书的出版方针以及给 《辞海》

调配编辑人员问题，已嘱中央宣传部研究解

决。”③ 12 月 25 日，上海市出版局向上海市委
宣传部汇报了一年多来的工作进展情况。次年
3 月 25 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及中央宣传
部汇报道: “由于这一任务浩繁复杂、缺乏基
础，加上我们对这一工作抓得不紧，所以直到

现在，对 《辞海》的修订方针、编辑方法和领
导机构等重要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5 月 12

日，上海市委又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宣传部。
9 月 10 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修订
〈辞海〉、〈辞源〉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 “修
订 《辞海》的工作由中华书局 《辞海》编辑部
担任，并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哲

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指导，组成 《辞海》编辑委
员会，负责制定编订计划，组织编写力量，审

定稿件”。④ 当月，该报告获得中央批准。

中共通过党委会、党组来实现对文化建设
的领导。为了有效实施 “分口领导、归口管
理”， “党政系统分别设立中央宣传部和文化
部，各大区、省、市、自治区等也设立了垂直隶
属于中宣部和文化部的相关分支机构”。此间，

党的宣传部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而

言，“在党中央领导下，掌管全国宣传、文化、

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协助中央
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宣传、文
化、出版单位的工作”。⑤ 这种组织严密的文化建

设、管理体系能够将任何一项带有公共性的文化
事业纳入其中，置于该体系当中的文教机构在形

式上表现为组织化，而在实质上已经国家化了。

以《辞海》编辑所 ( 下文简称 “辞编所”) 为
例，该所于 1958 年 5 月 1 日成立，其性质为
“上海批准的事业单位”⑥，直接受上海市出版局
领导，负责修订《辞海》的具体事务。

作为事业单位的辞编所，不仅“经费与出版
行政工作由出版局负责”⑦，而且在人员使用方面
也多通过行政途径。那些被调入事业单位的人，

从此有了新的身份，变成了 “单位人”。身处单
位的他们，因为错综复杂的行政关系，在某种程

度上，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发生了变化。例
如，在主编舒新城看来，“编辑 《辞海》缺范猷
不行”。当时，有 “活辞典”之称的刘范猷在湖
南长沙历史考古所任图书组主任兼古代史组研究

员，舒新城准备将他调入辞编所，但两家单位几

经交涉而无果。后来“官司”打到中宣部，经陆
定一部长批示，刘范猷才调到辞编所工作。⑧ 当
时右派是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批

判，而且在组织上、行政上受到处置⑨。不过，

毛泽东曾这样提醒过舒新城，“现在有那么多右
派没事干，你何不来个趁火打劫，调一批有真才

实学的人去? 这批人去了，就可以加快修订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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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了。至于要调什么人，上海提出由中央通知各
地准予放人就是了”，“当时上海市委要求中央调
沪的右派多达五六十人”，① 其中不乏费孝通、钱
伟长、任铭善等学科领军人物。在那个特殊年
代，知识分子参与修订《辞海》这样的文化事业
总还使他们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

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对新人的培养

与对旧人的改造同样重要。知识分子或直接加入
革命队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辩
证法等，提高思想觉悟，或参加社会实践，并撰

写观感文章②，在思想上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社

会主义国家有了认同，从而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

的实践中来。舒新城对此不无感触，他说: “以
前对于学术、政治、业务对立，思想上很苦闷，

近来参加社联与史学会议，始明确业务与学术、

政治活动可以统一。即在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加强领导力，并可直接、

间接使 《辞海》政治性更强，与实际较有联
系。”③ 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也深深影响着社会
主义文化生产创作的风格。关于新人培养，辞编
所成立之初，便制定了 “五年内从修订 《辞海》

具体工作中培养青年辞书编辑 20 人”的计划，
“他们除每日的业务工作外，须每日学习政治理
论、编辑业务、中国古典语文基础三类课程”。

然而，新人培养短时间内难见成效，对于需要汇

集大量专业人才始能编纂的工具书尤其如此。面
对人才紧缺状况，上海市委建议，资料员等中级

干部可在下放人员中选择。由于下放人员较多，

且存在着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政治素养高低不一
的情况，舒新城决定采用考试方式选人，并与录

取者谈话，以奠定专业、思想基础。此外，接受
过新式教育的大学生是修订 《辞海》的理想人
选，而当时大学生是统招统分的，舒新城为此专

门赴京找国家出版局领导，要求“暑假分配外文
大学毕业生五六十人”，但被告知人数 “太多难
安排，二三十人已足”④。

从上述修订 《辞海》的用人事例可知，不
论是针对右派、下放人员等群体的特别许可，

还是针对一般知识分子、大学生的调配，都需
要运用行政手段才能得到落实。面对专业人员

紧缺状况，虽然凭借行政力量可以勉力维持，

但其中波折不断。究其原因，刚刚建立的新中
国，知识分子力量整体上比较薄弱，加之当时

百废待兴，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到来，

各文教单位对人才你争我抢，加剧了人才供给

紧张局面。然而，当时由于计划体制人才不能
自由流动，而右派知识分子以及不少参加改造

的青年受到诸多限制，不能自由地参与到修订

《辞海》的文化事业中。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
部门不仅受到上级部门或 “系统”的领导，还
要受到同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这种多重领导、

政出多门的体制在实践中经常造成政策制定主

体不明、责任模糊化、程序烦琐、效率低下，

即便获得了调动许可，被调动人员有时也无所

适从。

在凡事 “政治挂帅”的年代，政治格外重
要，其影响遍及个人和组织。个人的政治品性
往往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修订 《辞海》需要
“政治、业务、文字”三好之人，尤为注重政
治，许多人因此而与修订 《辞海》失之交臂。

某人原在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擅长俄文，希望

能从事 《辞海》修订工作，经调查，其在乡下
表现不好，不能调回⑤，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对
于单位而言，亦是如此。辞编所成为事业单位
以后，平添了许多行政工作，一位工作负责人

略带抱怨地讲道: “在行政工作方面并不比大单
位少，加上基层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些不该

发生的事发生了，会占去一天或半天的时间去

解决……光应付门面就够忙的了，还必须研究
各方面的指示如何贯彻下去。”⑥ 然而，我们也
清楚地看到，获取国家力量支持的必要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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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化，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化的机构体系得以

贯彻执行。这种因国家化而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密不可分的关系又通过来自国家的财力、物力
和人力资源得以巩固和持续。

三

动议修订 《辞海》之际，正是社会主义改
造基本完成后文化建设大步开展之时，形势正

如毛泽东曾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
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

高潮”①。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 “新
《辞海》要成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学习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通工具书，内
容必须正确，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并尽量阐明最新的科学文化的成就”②，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

相比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 “古”“今”“新”“旧”“中”“外”“社”
“资”诸问题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毛泽东
说: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
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

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但是决不能

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③ 此次修订以旧 《辞海》

为基础，删去其中 “冷僻已死” “词义陈腐，

有浓重封建气息”的古体字、旧文言词、生僻
的方言及俚语等内容，增加 “五四”以来特别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产生的、与当时政治文化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词语④。辞编所曾
就旧 《辞海》中哪些语词可以作为修订基础进
行过探讨，认为除单字、语词之外，经济、马
列主义、政治、外交类词目均不能作为基础。

显然，这样有选择的剔除和保留不仅与该时期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厚今薄古的思想一致，而且

着意新意识形态的建设。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毛泽东还指出: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
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
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
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
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⑤ 修订
《辞海》期间，辞编所 “派人去国际书店选外

国杂志及外国工具书，去邮局补订杂志”，其中
“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专科辞典有四种”，对
《苏联百科全书》的使用尤为广泛，对于欧美等
国的百科词目则以科学方面为主，体现了一种

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因国家利益和国

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修订 《辞海》

在取材上的针对性体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

修订 《辞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

将 “主义”与 “知识”结合起来是形塑社会主
义文化的关键。在主编舒新城看来，“一切知识
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绝无为知识而知识
的事……因而辞书的每一条都应该有观点”，辞
书应 “以知识性为主，立场、观点即融化于知
识中，它的主要目的是为解决读者知识上的问

题，而不重在学术批判也”⑥。同为修订主要负
责人的李俊民认为: “修订 《辞海》是厚今薄
古，否则不必修改。‘专’是端正业务思想，即
是 ‘红’要在 ‘专’中体现，方有具体内容，

否则 ‘红’是教条，若 ‘专’中无 ‘红’，便
会迷失方向，所以二者应该统一。”也就是说，

修订 《辞海》要兼得 “主义”与 “知识”的平
衡，修订者除了对选取资料的正确性负责外，

还要在知识加工过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这并非易事，需要经验传授与专门指导。

舒新城在给辞编所全体同人讲授如何搜集、加
工资料时说道: “搜资料首应问为什么? 《辞
海》的对象是高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和干部，他
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资料要能够帮助他

们，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因之，旧词的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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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以 《时事手册》和学
习 《新华半月刊》为例，说明有若干词改写后
即可用，有若干词只能有一部分资料，尚须查

其他文件才能补充完成; 有的则正在发展，现

在只能记出词目，要继续记其发展情况，俟一

事结束后再来整理。”他自己则“每日看 《人民
日报》进行勾画，并将修改编写若干条目”。①

通过这样有技巧的取材、加工，在一定范围实
现了 “主义”与 “知识”的结合。

舒新城进而认为，修订 《辞海》 “对很多
词目要给以完整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
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指示，

进行全面的、认真的钻研、分析和概括，不能
断章取义。不然的话，就是发生严重的政治性
错误”。② 例如，对于 “革命阶级”的解释是从
道义上的善恶或诗人般的义愤出发，以压迫、

剥削来区分，还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发展为

标准? 若从毛泽东的论断出发，“历史上奴隶主
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
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

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

是真老虎”③，问题便迎刃而解; 对于像 “国
家” “民族”等古今意义差别较大的词目，以
及 “政制” “法制”等因执政理念和国情相异
造成不同理解的词目，在修订 《辞海》中采取
“以现代意义为主”，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进行
解释，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当成反面教材拒绝

收入等办法处理④。总体上，修订 《辞海》贯
穿着当代事要有政策观、国内外事物须有阶级
观、释文要与党的精神保持一致、反面角色要
敌我分明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

文化的过程中极具普遍性。

不过，“主义”与 “知识”的结合在现实
政治面前出现了不确定性。“为了迎接文化革命
高潮的到来，多快好省地供应广大读者必要的

工具书”，仅靠辞编所有限的力量不足以迅速完
成这项文化工程。根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
施的建议，修订 《辞海》可以分组包与各大学
学系及学会代编⑤。以此为基础，确立了 “依
靠领导，组织各学术单位的力量和编辑部三结

合”的修订方针，即党委应加强领导，经常督
促检查，保证能按时完成任务; 各学术单位主

要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为
主，按照学科大体分类，包干负责进行编写。
上海无法解决的，可请外地单位承担编写任务。
编好后由辞编所调整词目、加工文字、统一体
例，并且对初稿作初步审查; 然后将初稿送编

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修改; 最后，报送国务院

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决审。⑥ 这种办法鲜明地体
现了社会主义广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和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令人始料未及的是，
从 1958 年夏开始，“大跃进”运动在科学、教
育、文艺等领域兴起，刮起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受 “左”倾思想的影
响，辞编所里有的青年 “要求在三四年内赶出
《辞海》以符合多快好省”⑦，而接到 《辞海》
修订任务的各个单位也将任务层层分解下放，

使许多不具备修订资格的人参与进来。就上海
各编写单位情况而言，有的组织学生在 “一星
期内突击完成一千条词目的初稿编写”⑧; 有的
分头编写，集体讨论⑨; 有的在田间地头展开讨

论瑏瑠; 有的 “师生齐上阵，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瑏瑡; 南京、北京、杭州等地亦是如此。
原本 “辞书编写必须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加

入，请他们亲自编写并作为领头人，他们的学

养代表着当今专业研究的高度……凡是具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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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碑意义的优秀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

学者们，甚至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

不惜倾其毕生精力”①。令人遗憾的是， “大跃
进”期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脱离了真正的群
众路线，变异为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各编写单

位竞相比速度，比政治挂帅。有些进度超前的
单位继而对试写稿展开了大字报、实地调查、

油印草稿、专业会议等形式多样的群众审查活
动②; 有的编写单位甚而走进工厂、公社，将词
目初稿当面读给工人、农民听，直到他们提不
出意见就算通过③。把本该是 “一代学术带头
人对知识通过仔细认真描述，通力合作，做大

量的艰苦工作”才出的成果，交给那些粗通文
墨或目不识丁的人去审定，其结果不言而喻。

经过 “集体编写、集体审查”形成的 《辞海》
( 初稿) 出现了 “空洞议论多，具体知识少;

反面批判多，正面介绍少; 题外之言多，基本

内容少”④ 的问题，“特别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
面的稿件政治性问题比较多”⑤。

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运动频繁，路线、

方针、政策常常被过度解读，甚至被曲解。如
果一些词目政治性少了、缺了，在路线上有可
能被打成右倾、修正主义; 多了、过了，往往
又使词目变成批判性文字，失去了知识应有的

客观准确性。例如，关于拟收录的 1200 条军事
类词目，辞编所因顾及政治性问题而难以操作，

认为由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方面承担这项工作

较有把握⑥; “民族问题稿件政策性强，处理不
好易发生政治性错误……必须得到有关领导部
门的支持”⑦; 关于宗教类词目， “尽管他们
( 宗教协会) 在选词和编写中一般是认真的，而

且力求客观，但不可能从他们笔下写出马列主

义来”⑧。再如，有些修订者在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释文最后加上 “当前特别要注意右倾
危险”; 在 “主观唯心主义”释文中写上 “对
右倾机会主义作严正的批判”⑨。类似这样特别
“强调立场观点，片面理解了政治性”的现象在
修订 《辞海》中俯拾皆是，但对于词目 “如何
体现党的政策方针，体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的斗争，体现时代面貌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如

何体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瑏瑠 方面做得不够。

对于这些问题，上海市出版局后来在一份报告

中提到: “用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来编写这样一部

收有九万条词目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我们是没

有经验的。因此，在选收词目和编写释文方面

都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在选词方面收过不少类
似章节标题、不够稳定的某一时期的生产 ( 运

动) 的口号，有的过细过专。在当代在世人物
要不要选收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较大的争执，

最后由于难以平衡和不够稳定终于放弃。在释
文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瑏瑡 由此可见，修订
《辞海》走了一条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过

程中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但在当时形势之下，

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出现偏差，致使党领导文

化事业这一正确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

四

修订 《辞海》可被视为一次知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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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要

“在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地阐明词目的含义，提供
切合词目的知识内容，为读者解疑释惑”①。很
显然，在 “多快好省”口号下的 《辞海》修订
背离了其初衷。时任副主编的杭苇觉察到问题
的严重性之后指出: “批判不是 《辞海》的主
要任务，辞书的基本任务是给读者以必要的知

识”，“编写 《辞海》必须肯定专家的作用，没
有专家参加编写，不调动专家的积极力量，要

求《辞海》有高度的质量，看来是不可能的”②。
1960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2 日，《辞海》编委会
召开初稿审查会，针对初稿中的问题提出了

“明四至”“撕标签”“割尾巴”“挤水分”的补
救措施，在肯定此前提出的政治性、科学性、

通俗性前提下，提出了知识性、稳定性、正面
性，此即修订 《辞海》的 “六性”原则③。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宣传部一方面 “要求
各编写单位配备编写骨干，并给予必要的条件

和时间，争取脱产、半脱产，集中修改，保证
这一任务如期完成”; 另一方面 “转告有关大学
党委继续给予协助和支持”④。辞编所也 “将经
过集体讨论修改后的词目和标兵，印发各编写

单位，并继续广泛征求意见”⑤。在上级部门的
重视下，各编写单位有的减少词目数量以求提

高编写质量; 有的开展 “务虚”工作，选 “标
兵”，逐级定期讨论、汇报⑥; 有的抽调人员错
峰工作，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⑦; 等等。经过
修订，二稿内容充实了，知识性、正面性加强
了，少数词目已接近定稿的水平⑧。但是，又出
现了释文过于重视知识性，过长、过专或者过
于重视概括性，显得很抽象，不够通俗、不易
理解这样简而不明或明而却泛的问题; 在处理

材料与观点时没有抓住最本质、最必要的部分，

没有做到取舍适宜、详略得当、中心突出、主
次分明⑨。从初稿到二稿，词目由过度政治化向
知识性的调整与转变反映出知识重构的曲折，

但作为工具书，要提供给读者客观、准确、权
威的知识。

1961 年初春始，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约请了上
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学术界 150 余名顶尖

专家学者在浦江饭店对二稿进行集中审阅瑏瑠，其

中有不少右派，他们经 “市委特许……可以不
参加任何政治学习”瑏瑡。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

粮油定量供应，但浦江饭店仍然四菜一汤，另

有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瑏瑢。在人才、知识
得到尊重的氛围中，浦江饭店变成了研究学问

的乐园。中医名家裘沛然回忆说: “在浦江饭店
集中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从早到晚非常认真地

进行编写……既有商讨，也有争鸣，还征询一
批学有专长的同道意见，以达成共识，往往为

一条词目，一句成语，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

最后才定稿。”瑏瑣 8 月，16 分册的 《辞海》 ( 试
行本) 出版，随即，上海市委对试行本开展了

一次遍及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23 个大
中城市的 252 个高校、科研院所的征求意见活
动，共收到口头和书面意见 6 万多条瑏瑤。整体而
言，“大家对 《辞海》 ( 试行本) 的估价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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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肯定的”①。在此基础上，1963 年 4 月，更加
成熟的 60 分册 《辞海》 ( 试排本) 出版，供后
续修改使用。

修订 《辞海》与政治形势发展息息相关，
60 年代初期，国家对 “大跃进”中 “左”倾错
误思想进行纠正，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调
整，使修订 《辞海》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正常
轨道。但是， 《辞海》修订仍然要考虑政治影
响。当 《辞海》进入定稿复查的最后关头，就
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相关词
目印成约 10 万字的审查本报送中宣部②，得到
如下答复: “对于目前不易妥善处理或不易发表
的政治性词目，可以尽量从略不载，或只作简

略的阐述”，“凡没有把握的，宁可只做客观表
述，或介绍现有的不同看法，或只作极概括的

叙述”，“建议在书上发表编委会的名单及总主
编、副总主编名单，增强责任感、积极性，可
避免人们错误地把 《辞海》中的论点当作国家
党政领导上的定论”，可先 “以 《辞海稿》或
《辞海》 ( 试行版) 名义内部发行”③。由此可
见，中宣部的回复极为谨慎。1963 年 12 月 12

日、1964 年 6 月 27 日，毛泽东两次批评文艺界
“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
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
了修正主义的边缘”④。加之中苏关系恶化等因
素的影响，从 1964 年夏天始，政治形势又紧张
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 “左”倾错误愈加严
重。受此影响，出现了“删风有点盛” “矫枉过
正”的情况，基本定稿的 《辞海》，被删去词目
800 多条，对 5800 多条释文进行了修改，中国
现代史当中的大多数词目都改动过⑤。1965 年
4 月，历时八年修订的 《辞海》终以未定稿形
式内部发行，没能成为一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1966 年 5 月，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的
“左”倾错误最终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
发。曾经领导过 《辞海》修订工作的石西民、

白彦、罗竹风、杭苇等人被批为 “走资派”，在
他们领导下成立的辞海编委会被诬为 “大肆招
降纳叛，结党营私，广泛搜罗地主、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黑班子”; 参加过 《辞

海》修订的许多专家学者被戴上 “反革命修正
主义分子”“反共老手”“反动学阀”“汉奸文
人”等帽子⑥，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他们耗
费大量精力修订的 《辞海》 ( 未定稿) 被定性
为 “一株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之
大成的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工具”⑦，从而被彻底否定，以致远在新疆的
一位读者无意中发现杂货店将 《辞海》用作包
装纸; 在浙江，造反派不时传出话来，要将这

“毒草”烧毁⑧; 在北京，梁漱溟从一位学生处
借来的 《辞海》 《辞源》被红卫兵烧毁，给他
留下了不能物归原主的终身遗憾⑨。

在 “知识要服从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
下，工农兵对 《辞海》 ( 未定稿) 展开 “革命
大批判，狠批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路线流

毒”瑏瑠，使修订过程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
的专政，其结果是 《辞海》 ( 未定稿) 变得面
目全非。针对工具书严重缺乏、群众呼声很高
的情况，周恩来在 1971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出版
工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修订 《辞海》 (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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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并把它列入国家出版计划①。但是，在
“四人帮”百般干扰下，修订 “迟迟没有结果，

最后于 1975 年底只出版了 《辞海·生物分册》，

余均为初稿，大多以白皮书形式印出来”②。
1976 年 10 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 “政
治上是第二次翻身”，思想 “没有马上得到解
放，《辞海》的修订工作仍然迟迟不前，像个小
脚女人走路”。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 “肯
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

纲，抓纲治国，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

建筑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使得编写
者 “心有余悸，顾虑重重”。③ 进入 1978 年，

政治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针对 “中外语文词
典十分缺乏，已严重影响教学、科研、生产、

国防和外事活动”的情况，上海市将 《辞海》

与 《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一起列入重
点科研项目，并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一平担

纲的 《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恢
复停止工作十年之久的 《辞海》编委会，夏征
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第三任主编。10

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

紧急指示: “《辞海》必须在 1979 年国庆前出
版，向建国 30 周年献礼。”④ 这无异于又一次
重编，不仅要纠正 《辞海》 ( 未定稿) 中的错
误，还要增添时代发展所产生的新内容。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要在被 “四人帮”破坏殆尽
的烂摊子上重整旗鼓，困难可想而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 “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但是对 《辞海》

修订过程中涉及的 “重大的理论、政策性问题”

要做到不出现重大问题是很难的。当时中央对
某些问题也没有明确态度， “罗竹风专程去北
京，希望有关问题得到中央的具体意见，花了

二十多天时间，未果”⑤。献礼的日子一天天临
近，主编夏征农提出: “《辞海》采取什么方
针，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要我们负
责，我们就要敢于负责; 如果我定，我也敢

定”，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

解决 《辞海》编纂中的各种问题的钥匙”。时
任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数易其稿，起草

了 《〈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 “对
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导师和领袖、路线斗
争、社会主义经济、台湾和国民党、国际问题
以及历史人物和事件等，一一提出具体处理原

则”⑥，使 《辞海》 ( 1979 年版) 编纂中的许多
疑难问题，基本上迎刃而解⑦。这次编纂不仅是
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新增了单字、词目，分别
比 《辞海》 ( 未定稿) 多 1285 个、7370 条，从
两大册变为三大册，另有一卷本缩印本问世⑧;

在释文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总任务的精神，反

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

在 《辞海》 ( 未定稿) 基础上的修订、编
排、付印、校对到出版，辞海人仅仅花了 200

余天，其原由或许正如巢峰所说: “那时候大家
都有热情……当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没有一
个人打退堂鼓，没有一个人讲价钱。十年没工
作了，一旦有工作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价值的，

还是能做点事情，能为党和国家做点贡献的。

还问什么名利，生命都可以牺牲。”⑨ 正是知识
分子这种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和无怨无悔的奉

献精神，成就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综

合性辞典，书写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段壮丽的文

化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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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辞海》 ( 1936 年版) 于 1957 年动议修订，

至 1979 年正式出版，整个修订过程经历了反右
派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

事件，历史的烙印深深地印在 《辞海》的字里
行间。作为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工具书，《辞海》

需要对收录其中的百科词目进行解释、定义、

规范，形成客观、准确、权威、容易被读者接
受的知识，因而其每一次修订都意味着一次知

识秩序的重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
文化 (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 是一定社会的政

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

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在这个意义上， 《辞
海》的重修不仅集中展示了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图景，而且展现了该时

期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面貌。

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正经历着社会各项事业从初创、

奠基阶段向巩固、形塑阶段的过渡。尤其是
1956 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各
项事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文化建
设而言，相比民国时期，从体制机制到指导思

想、根本方法、主要内容、功能意义等均发生
了很大变化。从修订 《辞海》可以看出，该时
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在中共领导下，在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下，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进行的。

通过将文化事业放置于行政体制当中运作，在

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建成的同时，也使得政治与

知识文化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通

过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主导下的

建设，各项文化事业被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领

导之下，这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后续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

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时期，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的基础上，逐渐塑造出

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遵循着继承、借鉴和发展的方针。当然，文化
建设作为时代发展的一部分，也共时性地呈现

出建设、改造、调整、批判的特点。虽然该时
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

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积累起来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有益方
针以及一些失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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